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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评析

□  屈振辉

 

 

摘要:  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改

革，也符合历史和世界发展潮流。但任何改革都无法实现尽善

尽美，这次改革仍存在可能受行政干预、在实际操作中遭遇客

观困难、无法解决教师晋职后动力不足等问题。从治理的视域

考察，今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应实现完全的自治；解决现

阶段评审中代表作不具代表性，科研业绩评价只重课题立项数

而轻结题数，社会服务标准难确定或被忽视等问题；改变现行

监管中重结果监管而轻过程监管、重操作监管而轻规则监管的

状况，并在监管办法中规定司法救济的途径。这些改革将进一

步激发高校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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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增强高校活力，是高

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学界反复讨论和部

分高校试行的基础上，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

下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号），

文中明确规定“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

高校，由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按岗聘

用”。至此，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完全进入校评

阶段。同年，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又联合

印发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教师〔

2017〕12号），对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进行监

管。这“一放一管”恰是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迈

向治理时代的鲜明体现。

一、历史回眸与域外检视

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清末，至今不过百余

年的时间。严格说来，清末虽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

高校教师职称，但无需评审而是直接聘任之。民国

政府1924年颁定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规定：“国

立大学校设立正教授、教授，由校长延聘之。国立

大学校得延聘讲师。”1929年颁定的《大学组织

法》规定：“大学各学院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

师、助教四种，由院长商请校长聘任之。”它基本上

确立了该时期我国高校职称“校聘”的体制。其优

势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如沈从文等没有大学文凭

的学者，却能被西南联大等名校聘为教授，若在今

天他们恐怕连评讲师的资格都没有。但其弊端也很

明显：“各校聘任细则的制定与实施有较多差异，各

高校并没有完全按照政府的法律法规去行使，各自

都在执行不同的教师聘任制度，大学教员尤其是教

授一职，除少数学校以外，资格漫无标准。”[1]建国

初期，这项工作基本沿袭旧制。1960年，国务院颁

布《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

法的暂行规定》，规定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实行分级

审批，即助教职称的审批权在学校，讲师和副教授

职称的审批权虽在学校但须报省教委备案，教授职

称的审批权最终在教育部。文革期间，这项工作全

部停止。文革后不久，我国高校恢复了教师职称评

审工作，其间教授职称审批权曾下放到省，但很快

又被教育部收回。1986年，国家颁定《高等学校教

师职务试行条例》，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做出了具

体规定，并开始将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给少数

国家重点高校，后逐步扩大到省属重点高校。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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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全国具有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审权的高

校分别为175所和123所[2]，其余高校的教师高级职

称评审权仍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因此，我国

之前职称评审制度实际上是“双轨制”。

国外高校教师职称制度与我国有很多不同。美

国高校教师职称由各高校自行聘任，聘任方式分为

非终身制和终身制两种；聘期一般与所聘职称成正

比，在聘期内若未晋升更高职称将被解聘（目前国

内某些高校的“非升即走”制即效仿它）；高级职称

晋升过程中无名额限制，即使是终身教授也有后评

审制督促其不断进取。英国是最早设立高校教师职

称的国家；教师职称由高校自行聘任而且较严格，

连讲师都要经过较长试用和全面考核后才能被长

期聘用；晋升教授要求更高且涉及多方面；与副教

授平级的还有高级讲师，区别在于前者重学术后者

重教学（类似国内高校科研型与教学型职称的划

分）。日本高校教师职称则采取逐级任命制：教授、

副教授经公开招聘、教授会审议和评选、学校评议

会审核通过后，按国立、公立和私立高校等不同类

型，分别由文部省、地方教育委员会和学校主办人

审批；讲师和助教由教授提名，校长任命或者公开

招聘。法国高校教师由国家统一招聘；教授实行终

身制并且由总统任命，讲师则由教育部长任命；设

立全国性专门组织审定讲师和教授资格。前苏联高

校学衔和教师职务聘任并存，实行评聘分离，更重

评审；续聘时需要重新选拔和再次评审；对评审结

果不服者还可上诉[3]。其中有些做法对我国的影响

较大。

二、现行改革存在的问题

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这一改革目前已

是大势所趋。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问题上，不改革

难以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但是改革又会遇到很多问

题，这些如果不解决甚至将影响改革。其中的问题

主要有：

（一）“去行政化”与大学治理至今未完成，使

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改革充满风险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无疑属于学术范畴。现在我

国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至高校，意味着职称评审摆

脱以往的行政审批方式，政府对此今后更多将是监

管而非“直管”。职称评审改革虽排除了外部行政

介入，但在我国高校“去行政化”进展缓慢、大学治

理结构至今未完全建立的今天，却难以排除内部行

政干预而充满风险。“在高校内部现有的行政权力

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治理结构下，盲目急躁地全面推

行取消省评、只进行校评（也就是所谓的只聘不评）

制度，只会给高校内部官僚以空前大的权力寻租机

会。”[4]职称现已成为高校内部行政权力追逐的对

象。课题和核心论文等是职称评审的要件。目前，在

我国高校只要掌握了行政权力，想在校内外获得这

些资源并非难事，官僚们这方面“竞争力”往往还很

强；他们在职称评审中还可向评委打招呼。在校评体

制下评委都应是本校的教授，他们在校内很多方面

仍受制于官僚们，职称与权力由此更容易形成寻租。

通常而言，“去行政化”进度和治理完善的程度，在

我国高校基本与学校的层次成正比，因此职称评审

权才首先下放给了重点高校。这次改革主要是面向

二本和高职院校。这些学校在职称评审中能否坚守

学术标准，排除行政权力干预，很多人都对此存有疑

虑。因此，“高校职称评审先要去行政化”[5]。

（二）高校自主评审职称存在很多现实障碍，使

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改革困难重重

我国现有各级各类高校两千九百多所，改革前

获高级职称评审权仅十分之一；改革后所有高校都

将获得职称评审权，包括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

评审权。这次改革主要是面向二本和高职院校，但

它们自主评审职称却存在很多障碍，特别在高级职

称评审上更是困难重重。例如，高级职称评委都要

具备教授职称，而这些高校教授职称教师的人数极

少，某些民办高职院校甚至一个教授都没有，组成

评委会都很难更不用说评委库。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必须坚持学术标准，而学术也是分学科的且有不

同的标准。以往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职称评审，

各学科都能组织起符合要求的评委库，且参评的评

委至少都是省内知名学者。现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权下放至高校，有些高校即使能凑足符合要求的评

委，也因评委人数比较少难以分学科评审。任何教

授都只是本专业领域的教授，由他们评审其他专业

领域的教师职称特别是高级职称，只能是“白天不

懂夜的黑”，并且还很容易出现学科上的“近亲远

疏”，影响职称评审整体上的公平公正。此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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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评审职称还存在成本大，容易滋生徇私舞弊、

腐败等不少问题，使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改革更加

困难。

（三）改革未解决教师晋职后动力不足问题，

也难以遏制高校教师不正常流动现象

很多国家都实行高校教师职称聘任制，我国少

数重点高校也实行了职称聘任制，但大多数高校一

直都实行职称评审制。职称聘任制与现行职称评审

制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为任期制而后者为终身制，

前者仅是校内认可而后者是全国通用。教师在聘任

制之下，如果想下个聘期续聘现职或更高职称，必

须本聘期内倾尽全力做好教学科研。而在评审制

下，教师被评上某级别职称后若不想继续晋职，就

可凭以往的业绩保持该职称至退休，甚至有些教师

在评上更高级别职称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流向条件

更好的高校。即使此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的改

革，仍无法彻底地革除评审制存在的弊端。当前，

国家提出了“双一流”战略，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

学和一流的学科。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除以学生为

本外，还必须以教师为本。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动

起教师积极性，特别是已评上高级职称教师的积极

性，“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将更加困难。实行职

称聘任制，固然将增大教师压力，但从顺应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来看，

却是势在必行。我国高等教育也面临深化改革的问

题，但这次改革似乎并没有一步到位。

三、继续深化改革的思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6]。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应

以实现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而展开。关于治理这个概

念，国内权威学者俞可平教授的解释是：“治理一

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

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

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

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

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

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7]它是传统

管理的超越与扬弃：其在主体上不仅包括政府或其

它公共机构，还包括被治理者自身即自治；其在方

向上不仅能自上而下，而且也能自下而上；其在方

式上并非靠强制性权力与命令，而以平等性的认同

与共识为基础……此次职称评审权下放高校后，随

即又出台监管办法的改革，恰恰是国家治理深入高

等教育改革的结果。此次改革如前所述并未完全到

位，还需要沿着治理的思路继续深化。

（一）推进职称评聘从政府管制到高校自治，

通过过渡最终实现教师职称的聘任制

从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教

师职称本应属于学校的自主性事务。但在我国，国

家以往对此控制干预较多，政府主管部门统管下的

职称评审体制，实际上妨碍了高校这项事务的自主

权。这种职称评审体制虽有不少优势，如成本低、

含金量高、有利于反腐等，但其存在的弊端目前也

日益显露出来，甚至加剧了高等教育的某些深层矛

盾。例如，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曾大声疾呼：“东部

各高校，请对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挖走

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8]而这种现象

就与现行职称评审制有关：东部高校师资实力整体

上高于中西部，前者职称评审的难度也普遍高于后

者，因此有可能前者中一个副教授的水平，和后者

中同一学科专业的教授差不多。但为什么后者还要

来挖前者的教授呢？原因非常简单，现行体制下评

出的教授到哪都是教授，人社部门颁发的教授职

称证通行全国。于是后者评一个教授前者就挖走一

个，看中的也许只是这教授头衔非其水平，毕竟现

在很多评价指标都要教授支撑。职称评审改革则有

可能缓和这种状况——东部高校对拟引进的中西

部高校教授，在自评体制下，可能要重新评定是否

给予其教授职称，这时其教授光环褪去水平就很重

要了：其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有可能不引进，达不

到应有标准就只能低聘为副教授。这在某种程度上

能缓解“掘命根”的现象，对于东部高校原有的教

师也相对公平。

这次改革“政府由以前直接参与高校职称评

审，转变为对高校职称评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上。

由以前微观管理转变为现在的宏观指导”[9]，其中

就体现出了强烈的“治理”精神。当然，任何改革都

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鉴于很多高校内部管理

和治理的实情，国家在此次改革中仍保留一定控制

教 师 生 涯 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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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如各级职称的职数。这可谓目前国家管控高校

职称的良方，既因为其与政府拨款等有关理应严格

管控，也能防止某些高校有意放低评审标准，“突击

提拔”很多教授“打肿脸充胖子”。湖南等省的教育

主管部门还出台文件，本着“宏观控权、微观放权”

的原则，指导高校在改革过渡期开展自评工作。但

无论职数控制还是指导都是暂时的，从当代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上看，我国高校职称管理最终将

走向自治（当然即使自治也不意味政府放弃监管）。

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教师职称

方面上也必须与世界接轨。我们相信，评审权下放

不是改革的终点。为激发我国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和

活力，高校教师职称将最终实行完全聘任制。

（二）改革过去教师职称评审中不合理之处，

使改革朝更客观、科学评价人才迈进

以往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问题不少，有些制

度设计并不能客观科学地评价人才。这次评审权下

放是改革这些问题的一次良好契机。因为评审权下

放后高校将有更大的自主权，更能摆脱以往评审制

设计上的不合理。

首先是代表作问题。2017年国家有关职称改革

文件指出，要“推行代表作制度，重点考察研究成

果和创作作品质量，淡化论文数量要求”。过去职

称评审时也有代表作审读环节，但评委们往往更看

重作品的外部特征，即其刊发载体的学术荣誉和专

业性，作品引证和被引证、被转摘和收录、获奖等情

况等。“通常的情况是，在需要就聘任和提升做决

定时，评审委员往往更关注刊登论文的杂志名称而

非论文内容”[10]，却忽略了真正代表其价值的内部

特征，即其选题、研究的视角和架构，及方法、理论

水平、学术价值和学术伦理等。此外，现在核心期刊

论文发表的要求都很高，某些刊物坚持要求作者按

其意见修改，否则不予刊发。经过反复后修改刊发

出的论文甚至在主旨上，体现的都非作者本意而是

编辑的想法，并不能反映参评者的真正水平。但凡

真正有良知和实力的高校教师，也羞于将这些作品

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但迫于现行职称评审中存在上

述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将这些作品作为代表作。“代

表作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在改革后的“校评”中

就可避免或减少——本校教授对参评者学术水平

比较了解，能更加不受其代表作外部特征的限制，

而更多从其代表作内部特征做出评价，重点高校的

“校评”大多都是这样的。然而如前所述，高校如

果在“校评”中不分学科评审，由非本专业领域的

评委们审读代表作，那评委也只能依惯例从外部特

征评价，从而又重蹈以前评审方式的覆辙。

其次是课题的认定问题。科研业绩是高校教师

职称评聘的要件，除论文和著作以外还包括课题和

项目。过去的职称评聘在科研业绩的认定上，只要

参评者的课题和项目立项就算数。但这种评审制度

设计并不科学、合理：其一，科研真正重要的是研

究的过程和结果，立项仅表明研究者设计的合理及

具备相应的能力，但不代表他就一定能很好地完成

研究工作。职称评聘中评价参评教师的科研水平，

不应以立项为标准而应以结题为标准，从而真正体

现出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其二，过去课题项目以

立项为准的评价方式，使不少教师在科研中拼命写

标书立项。其结果是，由于其手上立项的课题和项

目太多，而时间和精力有限，以致课题和项目完成

质量很低，有些甚至多次延期仍无法完成，最后只

能撤项。有些课题项目，教师明知就其研究能力而

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评高级职称还是

想尽办法也要立项。特别是高校有些行政官僚，凭

借手中的内部权力和外部资源，挤占了很多本应属

于专任教师的资源，为评高级职称博取了不少课题

和项目，而它们到最后鲜有被高质量完成的。以立

项为准的不合理的评审制度设计，也正是科研经费

被浪费、绩效低的原因所在。改革后，高校职称评审

将有更大自主权，应以参评者课题和项目的结题数

为准。即使仍然要以立项数作为评价的指标，也要

有前者应为后者一半以上的要求。

最后是社会服务的问题。高等教育法规定了我

国高校三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

服务。这可以说是我国高校各项工作的指针，也应

当成为教师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社会服务是我国

法定的高校职能之一，理应成为评价高校教师的标

准之一。过去高校教师职称评聘重视教学科研，很

少涉及甚至根本未涉及社会服务，从而严重影响教

师服务社会的积极性。诚然，高校教师醉心教学科

研并没有错，但也不能够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社会服务本身与教学科研也是相长的：教师通过服

务社会能使教学贴近实际，使科学研究更能解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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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在此次改革中，湖南等省实施高校教师职

称分类评审，特别设立了“双师双能”型就是个好

信号。但教师社会服务的贡献往往难以衡量，因而

在指标上也不如教学科研好规定，现在不少高校仅

将其作为参考性指标。如何衡量教师的社会服务能

力及业绩，是改革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三）从操作和规则两个层面入手加强监管，建

立可诉性的高校教师职称监管制度

职称评审权下放仅是治理的一个方面，而加强

监管则是治理的另外一个方面。治理之道就在于

放管结合、一张一弛，职称评审监管办法的出台就

体现了这一点。现行监管办法对保障职称评审的公

平，防范违规、舞弊行为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但

它系首次制定还有很多需完善之处。现行监管办法

更多体现的是结果监管，对职称评审结果的监管

规定较多较细，而对评审过程的监管规定则语焉不

详。它主要以应对举报、投诉的被动监管居多，而

积极介入评审过程的主动监管较少。职称评审本就

是件严肃而秘密的事情，当事人和相关者对评审过

程知之甚少，唯有加强过程监管才能够保障参评者

权益——在评审结果出来后往往已是木已成舟，遭

不公待遇者大多都选择了忍气吞声，深怕得罪官方

和评委日后会为难自己。教育部、人社部修订监管

办法时，建议细化评审操作过程监管规定，使职称

评审监管能真正落实到位。与前两种监管相比，更

重要是规则监管。规则对人类社会竞争胜败的影响

较大，有时甚至直接就已决定了竞争的结果。现在

很少有人铤而走险染指评审过程，于是有些人就开

始打评审规则的主意，通过影响或干预制定不公平

的规则，使自己或关系户能“赢在起跑线上”。此次

改革将职称评审权完全下放高校，也就将评审规则

制定权完全下放高校。但由于我国高校治理结构还

不很完善，因此规则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少数领导手

中。现行监管办法重操作监管轻规则监管，对评审

规则监管的规定较原则、粗糙，难以规制规则制定

过程中的不公行为，今后应完善。现代大学治理重

视“共同治理”，“强调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

参与”，特别强调学术人员对行政治理的参与[11]。

职称评聘在大学中无疑应属学术事务，最理想的做

法就是交由学术人员自治，而这首先就要从评审规

则的制定开始，真正实现由学术人员来制定评审规

则。

“可诉性是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12]。这次改

革前原有职称评审带有行政性，因此曾出现教师因

认为职称评审不公，状告学校、省教育厅乃至教育

部之事，他们运用的正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①

这些案件最后均以高校职称评审行为属于内部管

理活动以及自主权的范畴，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或者驳回起诉。目前对职称评审是否可提起行政之

诉，学界仍众说纷纭，而本文也无意去深究。但必

须要指出的是，诉讼不仅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也是很重要的监督手段。现行监管办法采用的

仍是内部申诉制，除违纪外没为司法监督介入留出

空间。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维权意识显著提高，可以

预见此次职称评审权下放改革后，因不满评审结果

而起诉现象将会增多。中华传统文化讲无讼、轻易

不打官司，这些认为职称评审不公而起诉的教师，

定是因内部矛盾无法解决才诉诸公堂。但若总被裁

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会使其深感连国家司法

监督都没办法，因而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来发泄私

愤。前些年就曾出现过武大法学院副教授，因未评

上教授而泄愤殴打评委的事件[13]。知法犯法、当众

打人固然应受到谴责，但如果问题能有通过法律解

决的途径，想必该副教授、法学博士也不至如此。

也许是他看到前几年此类诉讼的结果，深感就连法

律对此类问题都束手无策，才做出如此不顾体面、

斯文扫地之举。“可诉”，既指内部可申诉也指外部

可诉讼。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提高《教育法》的可诉性，用法治明确教育治理

方式”，正是教育治理中依法治教精神的体现[14]。

教师职称评聘规范应属教育法律范畴，就此而言也

应当具有可诉性。然而要实现这点，首先就要使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作为学术自治权的本质并被纳

入公法规制的视野”[15]。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加快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①郭京霞.一讲师状告教育部不作为败诉[N].检察日报,2003－06－17(03);邹建锋.华中科大两教师不满职称评定将教育部告

上法庭[N].中国经济时报,2003－11－05(05);李鸿光,何文庆.教授状告“外行评内行”,国内首例教师职称评审诉讼被驳回[N].劳动

报,1999－1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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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会议上

指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活

力”，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改革正是其体现。此次

改革对于高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改革后高校在教

师职称评审如不适当，不仅有可能将影响其人才储

备与引进，还将影响其学科建设甚至整体的发展，

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校应以此为契机优化

职称评聘机制，探索如何客观、科学地自主评价人

才，为今后在这方面实现完全自治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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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Reform for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Qu Zhen-hui

Abstract: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teachers' title assessment authority in Universities is a major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hich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trends of development. However, no reform 
can achieve perfection. This reform still requires improvement in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objectiv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practical operation, and inadequate motivation after the promotion of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the evalu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titles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should be completely autonomous 
in the future, solve the problems of non-representativeness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the evaluation at present stage. 
Besides, it should not only stress on the number of projects by neglecting the number of problems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social service standard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which results-based supervis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ocess-based supervision, operation-
based supervis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rules-based supervision, and it needs to stipulate the way of judicial remedy 
in the supervision method. These reforms will further stimulate the internal impetus and vitality of th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title evaluation; reform; university governanc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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